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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影響之理論模式的

衡鑑

吳中勤*

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根據社會學習理論，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具有個人與脈絡層次的潛在影響，然而，過去研究受

分析方式的限制，遲至近年來才有適當的統計分析方法來定量脈絡的影響。本研究考量過去相關研

究在分析時所忽略的兩個層面：「測量誤差」與「分析層次」（個人與脈絡層次），進一步評估較適於

探究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影響關係之理論模式。本研究採用單層與兩層 SEM進行分析，研究發

現：接觸偏差同儕與偏差行為的測量皆存有誤差，班級內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與偏差行為皆存在著

相似性，突顯出班級脈絡的影響。對個人而言，接觸偏差同儕程度越高的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也越

嚴重；同樣的，班級整體接觸偏差行為嚴重程度越高，班級內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也越嚴重。更重

要的是，班級脈絡效果比個人層次的影響效果大。據研究結果，社會學習理論內涵與實徵研究，應

將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的脈絡層次影響納入考量，並採多層次 SEM，以正確的探究理論變項間

的關係。在教學實務面，可採情境轉換、輔導融入課程設計、增加與學生對話與觀察課間互動，來

減少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的個人與脈絡影響效果。

關鍵詞：脈絡效果、偏差同儕、偏差行為、測量誤差。

壹、緒論

社會學習理論是解釋偏差行為成因重要的社會心理學理論觀點（Akers, 1977; Akers & 
Sellers, 2009），理論觀點從提出至今受到許多實徵研究的支持（Durkin, Wolfe, & Clark, 
2005; Higgins & Tewksbury, 2007; Lilly, Cullen, & Ball, 2007; Matsueda, Kreager, & Huizin-
ga, 2006; Pratt et al., 2010; Ward & Gryczynski, 2009）。然而，相關研究須採何種分析方法
（如：廻歸分析或結構方程模式分析），較能適切的用以探究社會學習理論變項間的關係？

仍未有研究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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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論層面來看，根據社會學習理論，接觸從事偏差行為的同儕，無形中會學習到偏

差的態度、動機與行為，容易導致個人出現偏差行為（Akers & Sellers, 2009）。後設分析
結果顯示，接觸偏差同儕確實是影響偏差行為最重要的個人因素（Pratt et al., 2010）。然
而，社會學習理論並未能回答，如果青少年的偏差行為是學來的，為什麼青少年並非總

是表現出偏差行為？事實上，他們的偏差行為常出現在與偏差同儕相處時（Lilly et al., 
2007），顯示出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的影響除了是個人選擇的結果外，偏差同儕對偏
差行為也具有情境化的影響效果（Gallupe & Bouchard, 2013）。具體而言，由於偏差行為
的學習主要發生在與個人較親近的同儕團體內（Akers & Jennings, 2009），當個人進入偏
差行為嚴重性越高的團體時，個人偏差行為的嚴重程度也可能越高。由此可知，除了接觸

偏差同儕對個人偏差行為影響的個別差異外，偏差同儕聚集程度的不同，也可能對偏差

行為產生不同情境脈絡的影響效果。然而，當前社會學習理論觀點卻忽略了脈絡層次的

影響，導致相關實徵研究在探討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的影響時（如：張楓明、潭子

文，2011；潭子文、張楓明，2012；董旭英、王文玲，2007；詹宜華、張楓明、董旭英，
2012；Benson & Buehler, 2012; Miller, Loeber, & Hipwell, 2009），假定接觸偏差同儕對偏
差行為的影響僅存在個人層次，忽略了在不同班級脈絡下，接觸偏差同儕嚴重程度的差異

性，可能對偏差行為造成的不同影響。為了探究接觸偏差同儕對個人偏差行為在個人層次

與脈絡層次的影響，就必須在分析階段考量過去研究在方法學上所忽略的層面。

從方法學的角度來看，在上述實徵研究中（如：張楓明、潭子文，2011），研究者將
許多題項得分加總或平均，以單一指標代表接觸偏差同儕的嚴重程度，假設指標變項並未

存在測量誤差，為完美測量。但實際上，許多社會科學的測量皆存在著測量誤差，而測量

誤差可能影響題項反應分配的集中趨勢（central tendency），或增加變項間關係未能解釋的
變異，若忽略測量誤差將可能導致參數估計的偏誤。對預測變項（如：接觸偏差同儕）的

測量而言，若忽略測量誤差可能低估變項間的關係，而這個影響程度需視變項測量的信度

而定，越低的信度意謂著測量誤差越高，對估計值影響的程度也就越大（Wang & Wang, 
2012）。因此，在分析階段，考量測量誤差對探討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的影響至為重
要。結構方程模式（SEM）分析的應用，可同時考量多個測量題項中測量誤差的影響，但
回顧國內、外研究卻發現，越來越多國外研究者採用 SEM分析來探討接觸偏差同儕對
偏差行為的影響（Meldrum, Young, & Weerman, 2009; Rebellon, 2012; Young, Rebellon, 
Barnes, & Weerman, 2015; Zhang & Messner, 2000），而國內則較少研究者採用之。

儘管 SEM分析能夠考量多個測量誤差對參數估計的影響，但這些相關研究並未注意
到，運用的抽樣方式所抽取的樣本多具層級結構，而相同抽樣層級內的個人（如：相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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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內的學生），則因處在相同的情境脈絡下，使得彼此間在互動對象與行為表現上，可能

因楷模或觀察學習的效果而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相似性（Brauer, 2009; Hox, 2010），但相關
研究卻多假設研究對象來自隨機抽樣，以至於違反了觀察值獨立性的統計假設（Muthen, 
1991），可能因此高估模式參數、低估抽樣變異或標準誤，導致型 I錯誤率增加（Stapleton, 
2013），更可能導致模式適配度指標估計上的偏誤（Heck, 2001），因此，需進一步評估層
級結構對研究結果的影響。

另一方面，根據社會學習理論觀點，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的影響，可能存在著脈

絡效果與個別差異。也就是說，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的影響關係可能同時存在於組

間（班級）與組內（個人）等兩個不同層次，但在統計分析時卻未適當的強調不同層次的

影響效果（Muthén, 1994; Raudenbush & Bryk, 2002），使得研究者可能將組間效果解釋為
組內，因而犯了生態謬誤（ecological fallacy），或將組內效果解釋為組間，而犯了原子謬
誤（atomistic fallacy）（Kaplan, 2009）。由於採用著重在單一／個人層次的單一指標變項
或 SEM分析取向皆未能考量研究對象間相似性，及變項中來自不同層次的影響，並可能
導致結論的謬誤。因此，方法論學者建議採用多層次分析（multilevel modeling, MLM），
據以（1）考量資料叢集結構對樣本相似性的影響，對估計標準誤與結構關係進行較為正
確的估計。（2）將變項加以區分為組間或組內層次，避免推論時犯了生態謬誤或原子謬誤
（Preacher, 2011）。然而，回顧社會學習論的相關實證研究後發現，只有 Brauer（2009）採
用 MLM分析方法來區分不同分析層次的影響效果，但該研究並非探討接觸偏差同儕對偏
差行為的影響關係，更遑論對接觸偏差同儕之脈絡效果的探討。因此，當前仍未見相關研

究應用 MLM在探討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的影響關係上。
雖然，多層次分析能夠克服單層單一指標變項分析與傳統 SEM分析的限制，但無法

同時評估多個測量誤差對研究結果的影響，而近年來研究者開始採用的多層次結構方程

模式（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SEM）分析，允許同時考量多個觀察變項
中測量誤差的影響，並區分不同層次間的影響關係，能夠更精確的探討變項間的關係，做

出較為正確的研究結論與推論（Dyer, Hanges, & Hall, 2005; Muthén, 1994）。然而，由於
MSEM模式較為複雜，再加上接觸偏差同儕與偏差行為變項中是否同時存在來自個人與脈
絡層次的變異仍未知，因此，相較於單一層次 SEM，採用 MSEM是否有其實益，有待進
一步的評估。

綜上可知，接觸偏差同儕除了可能對偏差行為產生個人層次的影響外，也可能對偏差

行為產生情境脈絡的影響效果，但卻受到社會學習理論的忽略，以至於相關研究可能並未

採用適當的分析方法來評估理論模式與探究變項間的關係。回顧相關研究後發現，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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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誤差」與「分析層級」是過去相關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限制，但仍較少受到國內、外

研究者的注意。因此，本研究從理論層面與實徵研究的限制出發，並考量當前研究者所提

倡的分析方法上的優勢，主要目的如下：

1. 探究接觸偏差同儕變項的測量誤差與樣本相依性。
2.  檢視層級結構在探究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影響關係時的影響，提供社會學習理
論內涵之延伸及未來相關實徵研究採用分析方法時的建議。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Defoe、Dubas、Figner 與 van Aken（2015）的後設分析發現，青少年比成人階段更
傾向冒更多的險，而青少年早期又比青少年晚期在冒險程度上更高，可見處於青少年早期

階段的國中學生，可能是從事偏差行為的高風險族群。Burnett、Bault、Coricelli 與 Blake-
more（2010）更明確指出，14歲左右青少年的冒險程度最高。據此，本研究以台中地區
14歲的八年級學生作為抽樣群體。研究的取樣設計，考量研究者建議，當層一樣本數不相
等時，最好有至少有 100個以上的層二班級數（Hox & Maas, 2001），以獲得較佳的模式
適配度檢定結果（Hox, Maas, & Brinkhuis, 2010），因此，本研究最後以台中地區國民中學
183個班級，共 5079位國中八年級學生作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工具

（一）接觸偏差同儕量表

本研究參考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YP）、張楓明
與潭子文（2011）、董旭英與王文玲（2007）以及詹宜華、張楓明與董旭英（2012）等研
究中，用來調查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的研究工具，進行接觸偏差同儕量表之編制。題項描

述青少年常從事的 23種偏差行為，包含：（1）逃家、（2）蹺課、（3）破壞公物、（4）未經
允許拿別人的錢或東西、  （5）跟別人發生性行為、  （6）打架、（7）勒索、（8）抽菸、（9）喝酒、
（10）嚼檳榔、  （11）使用藥物（如：強力膠、速賜康、安非他命、K他命）、  （12）考試作
弊、  （13）與老師發生衝突、  （14）與父母發生衝突、  （15）深夜在外遊蕩、（16）賭博、  （17）
飆車、（18）刺青、  （19）在身上穿洞（如 ： 肚環或舌環）、  （20）看色情光碟、書刊或色情
網站、  （21） 曾到不良場所（如：電動玩具店或情色場所）、  （22）參加幫派活動、（23）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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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傷害自己。題項的指導語是詢問青少年在過去一年內，好朋友中有幾位從事於下列偏差

行為。反應項分別為「0位」、「1位」、「2位」、「3位」、「4位或以上」，並依照填答者的
反應依序編碼為 1 ~ 5。得分越高表示接觸偏差同儕程度越嚴重。根據不同分析取向，將
接觸偏差同儕變項的 23個題項視為潛在因素的觀察變項，不進行加總或平均。

（二）個人偏差行為量表

個人偏差行為的測量原本採用與接觸偏差同儕相同的 23個題項。題項的指導語是詢
問青少年在過去一年內，從事下列偏差行為情形。量表題項的反應項分別為「0次」、「1 ~ 
3次」、「4 ~ 6次」、「7 ~ 9次」與「10次以上」，分別以 1 ~ 5計分，得分越高表示個人從
事偏差行為的嚴重程度越高。經分析結果顯示，嚼檳榔此一題項在分析階段導致模式非正

定，使得參數估計過程出現問題，因此加以刪除。此外，必須說明的是，由於當前分析軟

體（Mplus）的限制，將個人偏差行為視為潛在變項，同時考量 22個題項的測量誤差，導
致模式過於複雜而無法估計模式參數，再加上，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釐清接觸偏差同儕是

否具有脈絡效果，且忽略自變項的測量誤差其影響遠大於忽略依變項的測量誤差（Wang 
& Wang, 2012），因此，在綜合考量各項因素的情況下，本研究將偏差行為的所有題項得
分加總平均，表示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的嚴重程度。

三、分析策略

由於多層次 SEM的模式複雜度較高，直接設定多層次 SEM模式進行分析容易導致
模式誤設或參數估計時的收斂等問題，因此，可採逐步分析方法，依序進行單層 SEM分
析與多層次 SEM分析，來檢視測量誤差與分析層次對結果的影響（Dyer, Hanges, & Hall, 
2005; Heck & Thomas, 2009; Mehta & Neale, 2005; Muthén, 1994; Stapleton, 2013）。

（一）單層SEM分析

單層 SEM分析是進行多層次 SEM分析的前置步驟。進行單層 SEM分析，除了可檢
視接觸偏差同儕與個人偏差行為的測量是否存在著顯著的測量誤差（或是否為完美測量）

外，亦可探討接觸偏差同儕對個人偏差行為的影響。顯著的測量誤差表示變項並非完美測

量，而是存在測量誤差的。與觀察資料適配良好的單層 SEM模式較適合用以探究變項間
的結構關係。至於顯著的結構係數，則表示接觸偏差同儕對個人偏差行為存在著預測關

係。

不同於過去多數相關研究所採用的單一指標變項之分析取向，當研究者採用 SEM進
行測量模式分析，可同時考量多個觀察變項的測量誤差，有助於獲得較正確的參數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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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進行結構關係的探討前，先以探索性結構方程模式（explorat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ESEM）進行測量模式分析，這是由於 ESEM整合 EFA與 CFA的優點，在同
一分析階段進行因素結構的探索與驗證，並提供較為客觀的評估指標，當分析結果顯示 2
個以上因素為較佳的模式時，ESEM允許觀察變項出現跨因素負荷的情形，因此，ESEM
在模式與資料的適配度上優於傳統 CFA，且能夠更為正確的估計因素間的相關（Marsh et 
al., 2009）。若分析結果顯示 1因素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佳，則 ESEM與 CFA的結果相
同（Morin, Marsh, & Nagengast, 2013）。

在測量模式整體適配度的評估上，採用 χ2、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
proximation）、CFI（comparative fit index）、TLI（Tucker-Lewis index）與 SRMR（stan-
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做為評估模式適配度的標準。由於 χ2統計量容易受樣

本數的影響，導致虛無假設被拒絕（Mehta & Neale, 2005），因此，本研究參考其他適配
度指標來評估觀察資料與模式的適配情形。在這些其他的指標中，RMSEA值 .06以下為
優良（Hu & Bentler, 1999）， .08以內為可接受之範圍（Jöreskog & Sörbom, 1993），並可根
據 90%信賴區間來判斷其值是否超過模式適配標準的最低要求（Hox, 2010）。CFI與 TLI
值介於 .90 - .95為可接受， .95以上代表模式適配度佳，1則為完美適配。SRMR（standard-
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則是用來作為反映模式整體殘差的指標，當數值低於 .08，
表示模式適配度佳（Hu & Bentler, 1999）。對於模式的內在品質，是根據標準化因素負荷
量、個別指標信度、組合信度（CR）與平均變異抽取量（AVE）來判斷。當標準化因素
負荷量與個別指標信度在 .50以上（Hair, Black, Babin, & Anderson, 2009），組合信度大於 
.60（Fornell & Larcker, 1981），AVE高於 .50 （Bagozzi & Yi, 1988）就表示模式具有良好
的內在品質。

（二）兩層SEM分析

與觀察資料適配良好的單層 SEM模式是進行多層次 SEM的基礎。本研究根據單層
SEM模式來設定多層次 SEM模式。進行兩層 SEM分析可檢視接觸偏差同儕與個人偏差
行為的分析結果，是否受到樣本相依性的影響，違反樣本獨立性的假設。當樣本獨立性的

假設受到違犯時，便須採用多層次 SEM分析，進一步探究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影響
的脈絡效果。首先，是否進行多層次分析，是根據各觀察變項的組內相關係數（ICC）來
加以判斷，而觀察變項的組內相關，是指觀察變項中的組間變異占總變異的比例（σ2

T = 
σb

2 + σw
2），反應出接觸偏差同儕變項的組間異質性或組內同質性（Hox, 2010），若組內

相關高，便可考慮進行多層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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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認為，當 ICC小於 .05時，就意謂著觀察值接近獨立，沒有進行多層次結構方
程模式分析的必要（Dyer et al., 2005; Heck & Thomas, 2009）。反之，當 ICC大於 .05則
表示觀察資料呈現出相當程度的組內相關，可進一步進行多層次結構方程模式分析。雖

然，過去研究多以 ICC做為評估是否進行多層次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的參考指標，但卻未
考量到設計效果（design effect）所產生的抽樣變異，對參數估計之統計檢定力的可能影
響（Hox & Maas, 2001）。設計效果是複雜抽樣設計與簡單隨機抽樣在抽樣誤差上的比率，
反映出抽樣設計所導致的誤差變異對結果的影響程度。舉例而言，若設計效果為 5，表示
當複雜抽樣設計與簡單隨機抽樣的樣本大小皆相同的情況下，複雜抽樣設計所造成的抽樣

誤差是簡單隨機抽樣的 5倍（Kline, 2011），且越高的設計效果表示相對於簡單隨機抽樣，
複雜抽樣設計的有效樣本數越低。由此觀之，若複雜抽樣設計的有效樣本大小為簡單抽樣

的 1/5，當複雜抽樣的樣本數有 4000，簡單隨機抽樣設計中有效樣本人數則為 800，換句
話說，在複雜抽樣中 4000個樣本產生的抽樣誤差約等同於 800個簡單隨機抽樣設計中的
估計值。由於統計檢定力的估計是根據有效樣本大小，有效樣本數越高統計檢定力越高，

有效樣本數越低統計檢定力越差，因此，設計效果越大，有效樣本數越少，統計檢定力也

越低。

設計效果的計算公式為 （nb - 1）+1。 表示組內相關係數，而 nb表示組內人數。從

公式可知，設計效果會隨 ICC與叢集大小而改變。因此，除了參考 ICC外，也必須根據
組內人數來判斷設計效果對參數估計的可能影響。當設計效果小於 2，即使採用單一層次
分析方法來分析多層次資料結構也不至於產生過度偏誤的結果（Muthen & Satorra, 1995）。
由此可知，隨班級內人數的增加，組內相關係數之判斷標準應隨之向下調整。考量設計效

果、組內相關與組內樣本數三者間的關係，並斟酌國中班級實際學生人數後發現，當前國

中班級學生人數幾乎都在 20人以上，若在班級平均人數為 20的情況下，組內相關係數若
為 .053，計算而得的設計效果便會大於 2，因此，本研究以組內相關係數 .05及設計效果
為 2，作為判斷是否進行多層次分析的參考。包含了接觸偏差同儕的測量模式與接觸偏差
同儕對偏差行為影響的單層 SEM模式設定，如圖一所示。



70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第五十期

當樣本間存在著相當程度的相依性，表示變項測量可能存在著不可忽略的組間變異，

可能意謂著接觸偏差同儕對個人偏差行為同時存在著個人與脈絡層次的影響。然而，這樣

的影響是否是由於忽略多個測量誤差所致，也就是，在考量多個測量誤差後，接觸偏差同

儕對個人偏差行為在個人與脈絡層次的影響關係是否有所不同？需進行兩層 SEM檢視之。
植基於單層測量模式分析結果，進一步評估觀察變項的組內相關（Muthén, 1994）與設計
效果，當組內相關達 .05以上，設計效果達 2以上，便可先進行多層次驗證性因素分析
（multilevel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MCFA）。接觸偏差同儕的 MCFA模式設定，及接

圖一　接觸偏差同儕與偏差行為的單層SEM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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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的影響，如圖二所示。

從圖二可知，接觸偏差同儕的 MCFA模式分成組間與組內兩部分。在組內部分，接觸
偏差同儕的 23個觀察變項皆負荷在一個因素上，第一個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預設值為
1，其餘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允許自由估計，觀察變項的殘差變異數及因素變異數同樣
允許自由估計。在組間部分，原先在組內的觀察變項在組間成為跨班級變動的潛在變項，

並成為組間潛在變項的觀察變項，潛在變項的截距、殘差變異及因素變異數皆允許自由估

計，而因素的平均數設定為 0。

圖二　接觸偏差同儕的MCFA模式與結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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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式辨識方面，在一般的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中，恰好辨識與過度辨識的情況下，分

析時皆可提供足夠的訊息用以產生模式的參數估計值，但由於多層次結構方程模式的複雜

度，因此，只有過度辨識的模式較適合用於進行模式的分析。在模式參數估計上，由於本

研究中，每個班級內的人數不一致導致資料結構的不平衡，若使用 ML估計法會產生不正
確的卡方值、適配度指標與標準誤，且變項可能呈非常態分配而影響模式參數估計的顯著

性，因此，本研究採同時適用於組間樣本人數不等、觀察資料呈常態與非常態分配，及適

用於類別與連續變項等情況之 MLR估計法（Heck & Thomas, 2009; Wang & Wang, 2012）。
當前學者針對 MLR是否適用於嚴重非常態分配資料，存在著不盡相同的看法。Finney與
DiStefano（2013）指出，在現有的估計方法中，即使是在資料呈現嚴重非常態分配的情
況下，MLR相較於其他估計法，在卡方統計量、模式適配度指標、參數估計值與標準誤
的計算上，都有最佳的表現，因此建議在中度到嚴重非常態分配的情況下，需採用 MLR
估計法。然而，少部份學者則認為，MLR較適用於輕度到中度非常態分配的情況（Li, 
2016）。因此，當前只有少部分學者對 MLR是否適用於嚴重非常態分配資料的分析，存
在著不同的看法，而絕大多數統計學者仍咸認，MLR不會受到非常態分配嚴重程度的影
響（Finney & DiStefano, 2013; Muthén & Muthén, 1998-2012; Wang & Wang, 2012）。因此，
本研究採用 MLR估計法進行資料分析。在模式設定上，若組間部分的殘差變異數接近 0
時可將其設定為 0以避免模式估計時產生無法收斂的問題（Muthén & Asparouhov, 2011）。
對於模式整體適配度的評估，是採用 χ2、RMSEA、CFI、TLI與 SRMR做為評估模式適配
度的參考，但在 MCFA中，RMSEA並未提供 90%信賴區間的估計值，且模式分析時會
分別估計組間與組內的 SRMR估計值。

一旦 MCFA結果與觀察資料適配良好，便進一步納入偏差行為變項，探討接觸偏差同
儕與偏差行為間的影響關係。

參、研究結果

一、基本分析

表一呈現接觸偏差同儕量表的描述性統計量摘要。從表一可知，國中二年級學生接觸

偏差同儕嚴重程度的平均介於 1.03 ~ 1.88，其中，又以接觸考試作弊的偏差同儕最為嚴重。
題項間兩兩相關係數介於 .24 ~ .66（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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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層SEM分析－檢視接觸偏差同儕變項的測量誤差及其影響關係

變項間結構關係的探討必須植基於良好的測量模式上。因此，在探討接觸偏差同儕對

偏差行為的影響關係前，先分析接觸偏差同儕的測量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情形。測量模

式的分析結果顯示，一因素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良好，該模式的 χ2（230, N = 5079）
為 3108.31（p < .05），RMSEA為 .050（90%信賴區間介於 .048 ~ .051），CFI = .96，TLI 
= .95， SRMR為 .066。23個題項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介於 .67 ~ .87，個別指標信度介於 
.45 ~ .76，組成信度為 .97，變異數抽取量為 .62。量表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信度係數

為 .92。整體而言，除了一個題項外，其餘所有題項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與個別指標信度
皆大於 .50，組合信度大於 .60，平均變異抽取量大於 .50。由此可知，一因素接觸偏差同
儕的單層測量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具有良好的信度與建構效度。

表一　接觸偏差同儕之描述性統計量摘要

題     項 M SD
1. 逃家 1.15  .57
2. 翹課 1.31  .85
3. 破壞公物 1.65 1.27
4. 未經允許拿別人的錢或東西 1.35  .91
5. 跟別人發生性行為 1.06  .41
6. 打架 1.60 1.22
7. 勒索 1.08  .47
8. 抽菸 1.46 1.08
9. 喝酒 1.49 1.15
10. 嚼檳榔 1.13  .61
11. 使用非法藥物（如：強力膠、速賜康、安非他命、K他命） 1.03  .32
12. 考試作弊 1.88 1.44
13. 與老師發生衝突 1.69 1.28
14. 與父母發生衝突 1.51 1.14
15. 深夜在外遊蕩 1.33  .93
16. 賭博 1.14  .66
17. 飆車 1.15  .65
18. 刺青 1.09  .49
19. 在身上穿洞（如：肚環或舌環，但不含耳環） 1.24  .77
20. 看色情光碟、書刊或色情網站 1.64 1.34
21. 曾到不良場所（如：電動玩具店或情色場所） 1.47 1.16
22. 參加幫派活動 1.13  .61
23. 故意傷害自己 1.3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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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變項間的結構關係前，先根據單層 ESEM結果分析整體結構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
情形。研究結果顯示，該結構模式的卡方值達顯著，χ2（252, N = 5079）為 1516.52（p < 
.05），RMSEA為 .035（90%信賴區間介於 .033 ~ .037），CFI = .95，TLI = .94，顯示出
該模式可用來解釋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的影響關係。檢視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的

影響發現，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γ = .819, p < .05），標準誤為 
.027，標準化係數為 .802（p < .05），標準誤為 .013。綜上可知，接觸偏差同儕變項並非
完美測量，而是存在著相當程度的測量誤差，進一步探究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的影響

確實發現，接觸偏差同儕越嚴重，偏差行為的嚴重程度也越高。然而，從結果可發現，這

個影響關係的強度高，但其中是否混合了個人與脈絡層次的影響關係，需進一步進行多層

次 SEM探究之。

三、兩層SEM分析－檢視層級結構對接觸偏差同儕之個人與脈絡效果的影響

表二呈現接觸偏差同儕之組內相關係數與設計效果摘要，據以評估國中學生接觸偏差

同儕的相似程度。從表二可看出，接觸偏差同儕各測量題項的 ICC介於 .09 ~ .25，所有題
項的 ICC皆超過 .05，至於偏差行為的組內相關則為 .05，顯示出國中二年級學生在接觸偏
差同儕與偏差行為的嚴重程度上皆存在著相當的相似性。進一步計算設計效果發現，在平

均層二班級人數為 27.75的情況下，接觸偏差同儕題項的設計效果介於 3.38 ~ 7.55，而偏
差行為的設計效果則為 2.24，皆大於 2，顯示出整體而言，資料的層級結構可能導致較低
的有效樣本數，若忽略資料中的層級結構將嚴重影響統計檢定力與參數估計的正確性，因

此，接觸偏差同儕與偏差行為變項在分析時皆需考量多層級結構。由於接觸偏差同儕的測

量模式複雜度較高，故先針對接觸偏差同儕變項進行 MCFA，一旦 MCFA模式適配於觀
察資料，便可進一步探究接觸偏差同儕與偏差行為的多層次結構關係。

MCFA結果顯示，接觸偏差同儕的一因素 MCFA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良好，模式的
χ2（460, N = 5079）為 6857.71（p < .05），RMSEA = .052，CFI = .97，TLI = .97，組內
與組間的 SRMR分別為 .063與 .093。表三呈現 MCFA模式的參數估計值摘要。從表三可
知，在組內部分，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介於 .69 ~ .90。組間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則介於 .70 ~ 
.96，組間殘差變異介於 .05 ~ .56，除了第 9題與第 11題外，其它題項之殘差變異皆顯著
不同於 0，顯示出對大多數題項而言，組間殘差變異為 0的假設不能成立，而第 9題與第
11題的組間殘差變異可設定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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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接觸偏差同儕之組內相關係數與設計效果

題     項
接觸偏差同儕

ICC DE
1. 逃家 .17 5.57
2. 翹課 .23 7.10
3. 破壞公物 .16 5.31
4. 未經允許拿別人的錢或東西 .09 3.38
5. 跟別人發生性行為 .14 4.77
6. 打架 .14 4.83
7. 勒索 .13 4.34
8. 抽菸 .22 6.81
9. 喝酒 .16 5.17
10. 嚼檳榔 .23 7.18
11. 使用非法藥物（如：強力膠、速賜康、安非他命、K他命） .19 6.11
12. 考試作弊 .24 7.47
13. 與老師發生衝突 .23 7.05
14. 與父母發生衝突 .16 5.36
15. 深夜在外遊蕩 .14 4.69
16. 賭博 .19 6.03
17. 飆車 .20 6.40
18. 刺青 .17 5.44
19. 在身上穿洞（如：肚環或舌環，但不含耳環） .22 6.83
20. 看色情光碟、書刊或色情網站 .25 7.55
21. 曾到不良場所（如：電動玩具店或情色場所） .14 4.80
22. 參加幫派活動 .13 4.59
23. 故意傷害自己 .16 5.33
註：ICC=組內相關係數；DE=設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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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接觸偏差同儕之MCFA參數估計值

標準化因素負荷量 殘差變異

組內 組間 組內 組間

1. 逃家 .78 .79 .39* .20*
2. 翹課 .80 .83 .36* .26*
3. 破壞公物 .77 .78 .41* .18*
4. 未經允許拿別人的錢或東西 .66 .80 .56* .06*
5. 跟別人發生性行為 .78 .78 .39* .16*
6. 打架 .80 .81 .36* .16*
7. 勒索 .78 .83 .39* .11*
8. 抽菸 .87 .81 .24* .41*
9. 喝酒 .85 .96 .28* .05
10. 嚼檳榔 .86 .70 .26* .60*
11. 使用非法藥物 .90 .74 .19* .56
12. 考試作弊 .73 .74 .47* .32*
13. 與老師發生衝突 .78 .73 .39* .34*
14. 與父母發生衝突 .71 .79 .50* .15*
15. 深夜遊蕩 .83 .92 .31* .08*
16. 賭博 .76 .82 .42* .18*
17. 飆車 .83 .81 .31* .28*
18. 刺青 .81 .75 .34* .25*
19. 在身上穿洞 .72 .71 .48* .29*
20. 看色情光碟、書刊或色情網站 .73 .71 .47* .35*
21. 曾到不良場所 .78 .86 .39* .11*
22. 參加幫派活動 .79 .85 .38* .12*
23. 故意傷害自己 .69 .80 .52* .13*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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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將第 9題與第 11題的組間殘差變異設定為 0，進行整體結構模式分析。結果
顯示，整體結構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良好，χ2（526, N = 5079）為 2124.78（p < .05），
RMSEA = .024，CFI = .96，TLI = .96，組內與組間的 SRMR分別為 .063與 .128，可進一
步根據結構模式探討變項間的關係。進一步探討結構關係發現（如表四所示），組內斜率

係數為 .105（p < .05），標準誤為 .005，標準化斜率係數為 .487，標準誤為 .008，而組間
斜率係數為 .090（p < .05），標準誤為 .007，標準化斜率係數為 .886，標準誤為 .043。

綜合兩層 SEM的分析結果可知，觀察資料存在著相當程度的相依性，顯示出樣本獨
立性的假設受到違犯。另一方面，設計效果顯示出，抽樣方法所導致的抽樣變異，使有效

樣本數降低，並嚴重影響統計檢定力。較高的樣本相依性與抽樣變異，都是影響單層 SEM
分析結果正確性的重要因素。從表四兩層 SEM的結構關係可發現，接觸偏差同儕程度越
高的青少年，個人偏差行為也可能越嚴重，顯示出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確實存在著個

別層次的影響。另一方面，從兩層 SEM的組間結構係數可知，班級整體接觸偏差同儕的
嚴重程度會影響班級整體偏差行為的嚴重性，突顯出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確實存在著

脈絡層次的影響，並且，脈絡層次的影響效果要比個人層次的影響效果大。

表四　兩層分析取向結果

SEM
 未標準化 標準化

組內 .105*（.005） .487*（.008）
組間 .090*（.007） .886*（.043）

註：括號中的參數為標準誤。

*p < .05

肆、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根據研究結果，以下將先討論結果在偏差行為研究中的理論與實務意涵，再接著探討

方學法上的意義。

（一）當前研究對接觸偏差同儕變項在分析上的限制

從研究結果可發現，接觸偏差同儕的測量確實存在著測量誤差，並未如同過去研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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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如：張楓明、潭子文，2011；潭子文、張楓明，2012；董旭英、王文玲，2007；詹宜華、
張楓明、董旭英，2012；Benson & Buehler, 2012; Miller, Loeber, & Hipwell, 2009），是完
美的測量。研究結果除了顯示出在探究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的影響時，需同時考量多

個觀察變項的測量誤差外，也可能意謂著，青少年報告接觸偏差同儕的人數存在著誤差，

如：報告未接觸偏差同儕的青少年，可能因為遺忘或不願透漏真實情況，而使得研究者低

估了青少年實際接觸偏差同儕的嚴重程度。

（二）班級內接觸偏差同儕與偏差行為的相似性

從兩層 SEM分析結果可知，接觸偏差同儕與個人偏差行為皆存在著相當程度的組內
相關。其中，接觸偏差同儕的組內相關又比偏差行為高出許多，顯示出相同班級內的青少

年在接觸同儕變項上存在著相當程度的相似性，在偏差行為變項上也具有相似性，意謂著

班級脈絡促使青少年接觸相似的偏差同儕，且相同的班級脈絡雖也導致青少年從事相似的

偏差行為，但脈絡對偏差行為相似性的影響似乎較低，可能反映出偏差行為表現上具有較

大的個別差異。另一方面，結果也意謂著班級間在接觸偏差同儕與偏差行為的嚴重程度

上，具有相當程度的異質性，表示某些班級接觸偏差同儕與偏差行為的嚴重性高於其他班

級，透露出某些班級的情境脈絡更容易導致接觸偏差同儕與偏差行為嚴重程度的增加。

（三）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的個人與脈絡層次影響

從單層 SEM結果可知，接觸偏差同儕確實如同社會學習理論的預期，對個人偏差行
為具有高度正向影響，可能意謂著偏差同儕提供個人學習楷模，對個人偏差行為產生正增

強的效果，使得個人偏差行為的嚴重程度增加。但兩層 SEM分析卻發現，單層 SEM的
結構關係可能混淆了個人層次與脈絡層次的影響效果，且這個脈絡效果遠大於個人層次的

影響效果。由此可知，接觸偏差同儕對個人偏差行為的影響不僅是個人主動選擇的結果

（Pratt et al., 2010），個人偏差行為也不僅僅是由於受到偏差同儕個別增強的結果（Akers 
& Jennings, 2009）。青少年個人所處的班級情境，可能更是影響偏差行為嚴重程度的重要
脈絡因素（Brauer, 2009）。對於這個結果可能的解釋是，一旦青少年知覺到班級內有部分
從事偏差行為的同儕，青少年可能透過觀察學習，學到這些偏差同儕偏差的價值觀，認為

不需付出或以較少的付出便能獲得回報，而不管獲得回報的方法是否正確，例如：當青少

年見到或聽聞班上有同學不需念書便能以作弊獲得高分，便可能影響到其他青少年也採用

同樣的方式來面對考試所帶來的壓力或負向情緒（Agnew, 1992）。再加上青少年的身心發
展未臻成熟，對衝動的自我控制能力也較低，以至於容易受好奇心的驅使、同儕慫恿或與

偏差同儕的比較而從事於偏差行為（Gottfredson & Hirschi, 1990; Meldrum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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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班級中從事偏差行為的青少年越多，所提供的偏差行為楷模越多，與偏差同儕的行

為相較之下，便可能扭曲青少年對偏差行為的認知與定義，若再加上從事偏差行為所獲得

的後效增強結果（如：作弊獲得高分），將可能使班級內青少年透過直接與間接學習產生

偏差行為上的漣漪效應（Akers & Jennings, 2009），增加班級整體偏差行為的嚴重程度。
由於接觸偏差同儕的脈絡效果比個人層次的效果更大，更突顯出在學校情境中，接觸

偏差同儕的脈絡影響效果，要比社會學習理論所主張的個人層次影響來得大。因此，在社

會學習理論中，應更強調接觸偏差同儕的情境脈絡影響效果，以突顯接觸偏差同儕並不僅

是個人對偏差同儕的主動選擇，絕大多數青少年都是透過常態編班被動被分配到不同的班

級學習情境中，因此，這個情境脈絡效果也應受到重視。

（四）方法學的討論

從單層 SEM與多層 SEM（組內部分）的標準化廻歸係數可發現，相較於兩層 SEM，
單層 SEM雖然已考量了測量誤差對結果的影響，但該結果卻可能受到樣本的層級結構影
響，且因為忽略了脈絡效果，而高估了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的影響，進而獲得不正確

的參數估計結果，從兩層 SEM分析取向之組間部分結果可發現，班級整體接觸偏差同儕
的嚴重程度確實對班級整體偏差行為具有影響效果，且這個效果要比班級內個人層次的效

果要大，顯示出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的影響關係中確實同時存在著個別層次與脈絡層

次的不同影響來源，意謂著整體而言，雖然單層 SEM取向能夠較為正確的估計接觸偏差
同儕與偏差行為的關係，但採用傳統單層 SEM可能無法區分這個效果中不同的影響來源，
可能導致研究結論效度與推論上的謬誤（Kaplan, 2009; Preacher, 2011），而採用兩層 SEM
能夠將脈絡的影響效果從個人層次影響關係中區分出來，分別解釋個人接觸偏差同儕對其

偏差行為的影響，及班級整體接觸偏差同儕嚴重程度對班級整體偏差行為嚴重程度的影

響。因此，採用多層次 SEM探討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的影響，不僅具有方法學上的
實益，也有助於從結果中萃取出重要的理論意涵。

二、建議

（一）對理論與實務的建議

針對理論與教學實務的建議而言，在社會學習理論內涵上可納入對接觸偏差同儕的脈

絡效果更多的詮釋。至於在教學實務現場，由於班級間在接觸偏差同儕與偏差行為的嚴重

程度都不同，因此，可考量透過行政與教學上的安排，讓學生轉換班級學習情境，使學生

有機會和不同班級學生一同學習，以期透過情境轉換或抽離，減低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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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脈絡效果。除此之外，教師也可將行為輔導融入課程設計中，教導學生建立正確的價

值觀，並讓學生認識從事偏差行為的嚴重性，以及面對同儕從事偏差行為所應抱持的態

度。最後，教師也可多增加學生談話的機會與時間，並在課餘時間放下課務或暫停批改作

業，以利多觀察班級同學間的行為與互動，以期及早發現並導正班級學生偏差的觀念與行

為。

（二）方法學上的建議

由於，過去多數研究將接觸偏差同儕視為單一指標的研究取向，忽略多個觀察變項中

測量誤差的影響，可能導致影響關係估計上的偏誤。再加上，當資料具有層級關係時，樣

本間的相似性將使得單層分析方法背後的樣本獨立性假設受到違犯，衍生出的抽樣變異問

題更會嚴重影響統計檢定力，對參數估計的正確性同樣會造成嚴重的影響。此外，共同情

境可能產生脈絡的影響效果，使原先估計效果中混淆了測量誤差與脈絡效果的影響。因

此，未來研究者在探討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的影響效果時，除了應採用 SEM分析取
向，同時考量多個觀察變項中的測量誤差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外，也可根據 ICC與設計效果
評估研究對象間是否存在著相當程度的相似性，據以評估結果是否可能受到脈絡效果的影

響，一旦研究對象間存在著相似性，便需考量進行 MSEM分析。在 MSEM分析前，需先
評估接觸偏差同儕的測量模式是否具有相同的因素結構，若題項並未具有足夠的相似性，

可僅將之設定為組內變項。此外，為避免待估計參數過多，研究者也可考慮將未達顯著的

組間殘差變異設定為 0。另一方面，由於 MSEM模式的複雜度較高，因此，研究者在研究
設計階段應選取較多層二組數，以增加分析結果的穩定性，此舉亦可避免當樣本抽取的班

級數越多時，班級層次的樣本數與個人層次樣本數的差距變大，若未採用多層次分析分別

估計不同層次的係數，可能導致廻歸係數受到班級層次效果較大的影響，產生偏誤的結果

（Preacher, Zyphur, & Zhang, 2010）。在結果的推論上，也必須注意推論層次，避免將個人
層次或脈絡層次的效果進行跨層次的推論，以避免結果推論上的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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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 The Theoretical Model for Effects of Associated with 
Deviant Peer on Individual Deviance

Chung-Chin Wu*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social learning theory, deviant peer serves as learning model of deviances for adolescents. 

Adolescent learned deviant behavior, they learned deviant motivation and belief behind that behavior 

as well. It may cause diffusion of deviances. It suggested that part of young adolescents studied in the 

same classroom/context may behave similar behaviors. A well-known slang: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depicted this phenomenon, but it has been neglected in both theoretical literature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By inferring from social learning theory, deviant peers may exert both personal and con-

textual latent effects on individual deviances. However, contextual effect of deviant peers on deviances 

has not been addressed. One of possible reasons may also involve limitation on the usage of appropriate 

analytic methods in the past. There was appropriate statistic method could be used to quantify the effect 

of context recently.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probe potential contextual effect of deviant 

peers by introducing alternative method. By using traditional and this alternative, this study considered 

two aspects which have been ignored: “measurement errors” and “analysis level” (single and two-level). 

Two theoretical models were proposed respectively to represent different consideration of one aspect or 

both aspects. Single 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introduced to consider measurement errors but 

limited on its ability to take contextual effect into account. While two 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used to consider measurement errors and to probe potential contextual effect. Several indice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most suitable model on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of peer deviance on individual de-

viance. Five thousand and seventy-nin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nested in one hundred and eighty 

three classes were sampled by using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All of which were consen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considerable measurement errors resided in the 

measurements for deviant peer and individual deviance. There were also dependencies resided in ob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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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tions. It implied the effect of the context in favor of deviances was salient. Combining these evidences 

suggested that was reasonable to use two 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for considering both effects 

of measurement errors and dependencies. This method may be not only more suitable and beneficial for 

probing contextual effect. Further evidences indicated that for individual, associated more with deviant 

peer resulted in more deviances. In the same token, on average, it showed the same pattern on class level. 

Specifically, it indicated that as the serious level of association with deviant peers on class level raised, 

the deeper the deviant problem resided in that context. More importantly, the contextual effect of deviant 

peers was greater than the individual effect of which. According to results, the contextual effect of devi-

ant peers on individual deviance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nd empirical studies in 

addition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eviant peers on individual deviances. Comparing to SEM, MSEM 

was a more useful tool which could be used to investigate explicit and implicit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or relations. Because the contextual effect was more prominent than the effect on individual level. It 

suggested the contextual effect of deviant peers should be considered first and treated it seriously. In 

practical, the contextual effect may be weaken by adapting several methods. The first is context switch-

ing which is similar to time-out method. Theoretical, it may be useful for suspe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iant peer and individual. Second, counseling methods c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curriculum, 

and teacher should increasing frequency chats with students to understanding what they are thinking, 

doing and engaging in. The last but not least, it is important for teachers to observe interactions between 

students during breaking time in school. 

Keywords: Contextual effect, deviance, deviant peer, measurement errors. 


